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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使用 2001—2017年 30个省级层面数据，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 SBM模型测度省级层面能源

效率指标，借助系统 GMM模型实证分析本土市场规模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及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效率影响本土市

场规模作用于能源效率的路径。结果表明：第一，本土市场规模对于能源效率的影响呈“U”型的非线性特征；第

二，本土市场规模分别通过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效率对能源效率呈倒“U”型、“U”型的影响特征，两条路径

相互独立具有互补性，若形成合力则后期会持续推动能源效率水平的提升；第三，本土市场规模分别与绿色技术进

步、绿色技术效率对于能源效率的影响呈显著的门限效应且因地区不同而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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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能源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强度，统筹经济增长、资源与环境保护多重目标，是中国经济低碳转型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关键

突破点之一。改革开放 40多年以来，中国已逐步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以市场促创新”已成为中

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动力。基于此，考察如何提升能源效率，不可忽视本土市场规模这一重要因素，尤其在当前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中国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和内需潜力是否可以成为能源效率提升的新动能?

如果能，本土市场规模作用于能源效率的影响如何?在基于本土市场规模的能源技术创新路径中，考虑将绿色技术进步与绿色技

术效率因素纳入本土市场规模作用于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分析中又会产生怎样的效果?这是本文关注并探讨的重要问题。 

1 文献评述 

本土市场规模，实质是一种集中性的市场需求[1]。本土市场有效需求规模容量和结构的成长促进专业化分工、虹吸生产要素

和创新资源以强化本国的自主创新驱动力，被称作“需求所引致的创新”[2]。陈丰龙和徐康宁[3]已经验证“市场促创新”假说在本

土市场规模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的整体存在性。其他研究也表明，不考虑出口等因素的影响，本土市场规模可以推动产业

生产率提升，引致产业价值链攀升，促进地区生产率的提高[4,5]。但本土市场规模作用于地区生产率时，对地区技术进步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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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同时受市场制度完备性的调节呈非线性影响特征[3,6]。 

关于本土市场规模与能源效率的相关文献中，已通过实证研究得出本土市场规模可以正向促进能源效率提升，如 Glaeser & 

Kahn[7]研究发现市场规模的集聚效应有利于能源资源要素的集中高效利用，最大程度降低能源损耗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李宏兵

等[8]进一步探讨了本土市场规模与能源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技术进步门限效应。但现有文献将本土市场规模的非线性特征考虑进

本土市场规模影响能源效率提升路径的相关文献研究相对较少，因此，关于本土市场规模对于能源效率的影响是否呈现非线性

特征有待进一步验证。 

能源效率提升本质上依赖于能源技术创新，而本土市场规模具有典型的技术和知识溢出效应，但将技术创新引入本土市场

规模作用于能源效率路径分析时，一方面，大多文献缺乏从本土市场规模引致的技术创新的偏向性视角研究本土市场规模对于

能源效率的影响，且有关技术创新对能源效率提升的作用效应并未形成一致性实证结论[9,10]，而创新和引进形成的技术进步是偏

向环境改善的绿色技术进步类型时，会提高绿色增长效率，反之，则会阻碍绿色增长效率的提升[11]；另一方面，相关文献讨论技

术创新的偏向性时，大多文献倾向于考虑绿色技术进步对于能源效率的影响[12]，而忽视绿色技术效率对能源效率的作用效果分

析。绿色技术创新突出绿色理念，统筹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注重节能降耗以提升能源效率。绿色技术效率为绿色技术创新的重

要构成要素，能够改进能源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在投入要素既定下最大化增加期望产出并降低非期望产出，它同绿色技术进步同

样构成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13]，因此，绿色技术效率也将同样助力于能源效率提升。此外，鲜有文献将本土市场规模、绿色技

术进步、绿色技术效率及其对能源效率的作用路径置于一个整体分析框架。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实证检验本土市场规模对于

能源效率非线性影响特征的存在性；第二，分别基于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效率影响本土市场规模作用于能源效率的路径视

角，实证分析这两条影响路径的表现特征及两条路径之间的关联。 

2 机制分析与理论假设 

2.1本土市场规模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机理分析 

市场规模效应激励企业大规模投资生产技术设备、改进技术、提高生产率[14]。一方面，本土市场规模的集聚效应通过规模报

酬递增、交易成本降低及节能减排激励约束机制加速知识或技术外溢进而显著提升能源效率[15]；另一方面，更大规模的市场引致

更激烈的以质量为内涵的针对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竞争，产生更低市场价格与更高生产率[16]，本土市场规模的竞争效应激发企业

自主创新以维持或拓展更大的市场规模，从而加速新技术和新业态的出现与普及以降低单位产出能耗，显著提升能源效率。 

然而，本土市场规模通过集聚效应和竞争效应提升能源效率的结论，需要以一些重要适宜的前置条件为基础。市场制度的完

善度在市场规模与地区生产率之间起关键性的中间调节作用[17]。此外，中国高、低端需求偏好共存的“二元内需求结构”特征显

著，本土市场效应的非线性特征及市场规模对地区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具有阶段性的影响特征等多因素，都将对本土市场规模对

能源效率的作用效果产生影响。因此，单纯分析本土市场规模对于能源效率的正向作用存在局限性，需分阶段分析本土市场规模

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特征。 

在本土市场发展初期阶段，受行政壁垒与体制机制障碍的制约难以形成能源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开放市场，处于分割状态

下的市场环境引发的市场需求偏好多以低端需求为主，导致能源领域无序恶性竞争发展模式愈演愈烈，市场拥挤效应凸显抑制

能源技术创新，且内生于产业创新的前期市场规模并未转换为实质性的自主创新动力，最终本土市场规模的规模效应优势未能

显现反而阻碍能源效率水平的提升。而当本土市场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统一规范的市场制度体系发挥对全国用能权、碳排放交

易市场建设及对能源消费双控制的作用，引导低碳化、绿色化需求，激励能源绿色技术与现代信息、材料和先进制造业的深度融

合，打通能源科技创新的全过程链条，最终达到提升能源效率的目标。在此基础上，提出： 

假设 1：本土市场规模对于能源效率的影响呈现“U”型的非线性特征。 



 

 3 

2.2本土市场规模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路径分析 

本土市场规模发育至特定阶段继而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以增强技术创新动能。但技术创新能否显

著地促进能源效率的提高的关键在于其推动的技术进步所具有的偏向性[18]，技术进步的能源偏向性对能耗强度起决定性作用[19,20]，

根据 Acemoglu[21]的观点，如果技术创新偏向绿色技术创新，在产出与非能源要素不变时，产业生产从依靠资源、能源刚性投入

与生产规模扩散向依赖科技创新、知识信息等柔性投入与增加产品附加值转型过渡，进一步优化能源要素的投入产出结构，最终

提升能源效率。 

即使考虑了本土市场引致的技术创新的偏向性，在市场多样性与绿色技术创新可能性结合的过程中，本土市场规模也会因

特定的消费群体、市场规模容量及增长率等因素的多样化组合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大相径庭，因此，在考虑本土市场规模

作用于能源效率的影响路径时，不能将本土市场规模与绿色技术创新割裂开来进行分析，而应考察两者之间的交互机制对于能

源效率的影响。进一步地，绿色技术进步与绿色技术效率又构成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的内源动力，那么将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

术效率分别与本土市场规模联系起来，考察两者间的交互机制对能源效率的提升将产生一定的影响效果。 

一方面，本土市场规模与其内生的绿色技术进步的交互机制伴随市场规模的扩张，能够将涵盖污染防控、生态工艺、低碳循

环的绿色技术的正外部性渗透到上下游工业企业生产的全流程，从而打破高污染排放的粗放发展模式对能源效率“锁定效应”

的诅咒，高效对接产业结构的“去污染化”，最终改善能源效率水平，此时在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下可能会改变本土市场规模负

向作用于能源效率的方向。后期随着本土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大，引致更为深化的绿色技术进步提高能源效率，进而导致环境污染

呈上升趋势或是不确定性趋势[22]。绿色技术进步通过影响有效能源服务价格及提升经济增速而激增更多新的能源消费量[23]，抵

消部分甚至全部由能源效率改善所节约的能源消耗量[24]。此时，本土市场规模与绿色技术进步的结合甚至会阻碍能源效率水平

的提升。 

另一方面，当本土市场规模通过与绿色技术效率的结合作用于能源效率时，在发展初期，本土市场规模所产生的负外部性造

成资源的垄断，市场分割不利于碳排放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25,26]，因而现阶段本土市场规模与绿色技术效率的契合作用未能高

效发挥，反而呈相互牵制状态，最终抑制能源效率提升。但在本土市场规模发育成熟阶段，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缓解要素价

格扭曲局面，节能减排等各项环保政策措施的落实使得我国要素组合引致的能源配置效率呈显著的跳跃性增长[27]，进而拉动绿

色技术效率水平的提升。此时，本土市场规模与绿色技术效率相匹配显著提升能源效率水平。在此基础上，提出： 

假设 2：本土市场规模分别通过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效率对能源效率的作用路径呈倒“U”型、“U”型的互补特征。 

综合而言，本土市场规模作用于能源效率的机理如图 1所示。 

3 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3.1计量模型 

为考虑本土市场规模对于能源效率的影响，建立基本的计量模型如下： 

 

为检验本土市场规模对于能源效率的影响是否呈非线性关系，将本土市场规模(hms)的二次项加入模型中，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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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 表示省份，t 表示年份，GTFEC 代表能源效率，hms 为本土市场规模，control 为各控制变量(详见下文变量说明)，

μi为各省份的个体特征，εit为误差项，所有变量均经过自然对数化处理。模型(1)和(2)采用固定效应进行估计。 

 

图 1本土市场规模对能源效率提升的作用机理 

为解决传统静态面板模型内生性问题所导致的检验结果的偏误，本文在式(1)和(2)的基础上引入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考虑将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效率引入本土市场规模作用于能源效率的路径分析框架时，交互项乘积有利于消除变量间

的内生性问题，提高检验的科学性[28]，因此，分别将本土市场规模的一次项和二次项与绿色技术进步(GTC)、绿色技术效率(GEC)

的交互项引入模型。 

首先，考察绿色技术进步(GTC)是否改变本土市场规模(hms)作用于能源效率的方向，构建以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其次，考察绿色技术效率(GEC)是否改变本土市场规模(hms)作用于能源效率的方向，构建以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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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将本土市场规模(hms)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分别与绿色技术进步(GTC)、绿色技术效率(GEC)的交互项同时放入模型，构建

以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计量模型中涉及交互项形式时仍需受外生给定交互项系数的不稳定等条件限制[29]，有鉴于此，本文借鉴 Kremer等[30]所构建

的动态面板模型以解决上述问题。与传统的线性回归模型相比，动态面板门限模型以内生的方式分解出以门限变量为门槛的多

样本区间，并验证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的作用效果是否发生结构性转变。本文分别选取绿色技术进步(GTC)、绿色技术效率

(GEC)作为门限变量的动态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考察本土市场规模(hms)分别与绿色技术进步(GTC)、绿色技术效率(GEC)的交互项

对于能源效率的影响。具体模型为： 

 

其中，I(·)为指标函数，括号内假设成立，则 I(·)=1；否则，I(·)=0。 

此外，若忽略截距门限效应则易造成回归结果的有偏性与不稳定性[31]，因此，本文参考 Arellano & Bover[32]所提出的前向

正交离差变换方式以消除固定效应，各变量变换后的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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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误差项的前向正交离差变换表示为： 

 

需要说明的是，对变量进行前向正交离差变换可解决变量序列相关性问题，方差呈单位矩阵特征，其他变量的前向正交离差

形式依次类比： 

 

固定效应问题被解决后，可进行动态面板门限模型的回归分析。 

以上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及动态面板门限回归模型估计方法选取 GMM(广义矩估计)，为克服弱工具变量的问题，本文采用系统

GMM(SYS-GMM)的方法进行估计。 

3.2变量说明 

3.2.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能源效率(GTFEC)。关于能源效率的测算，大多文献基于径向效率的 DEA测度方法无法解决松弛变量问题，结

果过高估计能源效率，而基于非期望产出的 SBM模型将松弛变量放进目标函数，该方法得到广泛应用[33,34]。但若在投入产出指标

数量较多而出现多个决策单元被评价为有效即效率值为 1的情况下，无法进一步比较，为此 Tone[35]将 SBM模型拓展为超效率 SBM

模型。因此，本文参考郭一鸣等[36]测算能源效率的方法，利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 SBM 方法测算 2001—2017 年我国 30 个

省份(不含西藏和港澳台)的能源效率。测算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关键是选取合理的投入—产出变量，参考史丹和李少林[37]的

研究。 

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 SBM模型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考虑 n个 DMUs，每个 DMU有 m种投入，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分别为 r1、r2个。各向量形式表示为：x∈Rm， ，

其中 x,y
d
,y

u
>0；X,Y

d
,Y

u
是矩阵 X=[x1,⋯,xn]∈R

m×n
，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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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决策单元可能的生产集如下： 

 

其中，λ表示每个 DMU权重的非负列向量。基于上述生产可能性集的 SBM模型如下： 

 

 

对于模型(15)，当且仅当ρ=1， 时，DMUk为 SBM 模型的有效决策单元，需运用超效率 SBM模型进行再

分析，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 SBM模型如下： 

 



 

 8 

 

3.2.2核心解释变量 

(1)本土市场规模(hms)。 

借鉴 Harris[39]的方法测算省级层面的本土市场规模，计算方法如下： 

 

式中：yit为扣除服务和货物净出口的地区实际生产总值，dij为省会城市之间的地理距离，dii为各省份的内部距离，计算方

法为： ，si为 i省份的陆地面积。 

(2)绿色技术进步(GTC)、绿色技术效率(GEC)。 

本文参考田红彬和郝雯雯[40]基于 SBM模型的 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 指数模型，对 2001—2017 年中国 30个省份的

能源效率分解出来的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进行测算。 

GML 指数可用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能源效率，将每个省份视为一个决策单元(DMU)以构造生产前沿，在 t 时期构造每个 DMU

的生产可能性集为： 

 

其中，x
t
为 t时期的投入变量，y

t
和 b

t
分别表示 t时期的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设全局生产可能性集为： 

 

引入距离函数测算生产率不随时间改变的 GML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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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全局方向距离函数定义在全局生产可能性集 PG上，如果 GMLt,t+1的值大于(或小于)1，说明与 t时期相比，t+1时期的能

源效率提高，即增加(或减少)期望产出或者减少(或增加)非期望产出。 

GML指数可表示为绿色技术进步(GTC)和绿色技术效率(GEC)的乘积。 

 

其中，GTC(GEC)是不同时期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效率)指数，GTC(GEC)的值大于、小于和等于 1，说明与 t时期相比，t+1

时期的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效率)提升、降低和不变。 

参考姚小剑等[41]的研究，基于超效率 SBM 模型，运用 GML 指数法分解出的绿色技术进步指数、绿色技术效率指数分别衡量

绿色技术进步(GTC)、绿色技术效率(GEC)水平。 

3.2.3控制变量 

(1)产业结构升级(upgrade)。 

借鉴冯伟和李嘉佳[42]的测算公式如下： 

 

式中：Li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Pi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值。 

(2)环境规制(er)。 

参考林伯强和杜克锐[48]的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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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ij表示 i省份 j污染物单位产值治理投资数额，Oi为 i省份的生产总值。 

(3)外商直接投资(fdi)。 

借鉴李宏兵等[8]的方法，用各省份实际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占 GDP的比重表示。 

(4)能源消费结构(ecs)。 

参考林伯强和杜克锐[43]的方法，用各省份煤炭消费总量与能源消费总量的比值来衡量。 

(5)地区财政支出结构(fc)。 

参考佟家栋和陈霄[44]的方法，用各省份财政支出总额与 GDP的比值表示。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中国 30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因相关指标数据严重缺失，故未纳入研究范围，时间

跨度为 2001—2017年。 

4 实证结果分析 

4.1本土市场规模对能源效率的作用效果分析 

本文首先运用混合 OLS模型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检验。 

由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在混合 OLS 回归模型中本土市场规模对于能源效率并未有显著的提高反而是负向阻碍关系，而

加入本土市场规模变量的二次项时，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本土市场规模作用于能源效率的过程呈现“U”型关系。而在固

定效应回归模型中这一现象并不显著，可能由于传统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内生性问题造成的伪回归结果。因此，本文在模型(1)

和(2)的基础上引入能源效率一阶滞后项及二阶滞后项加入模型，运用系统 GMM模型估计结果详见模型(3)和(4)的回归结果。 

系统 GMM回归结果表明本土市场规模对于能源效率的影响呈“U”型的非线性关系，假设 1被证实。表明初期随着本土市场

规模的扩大，能源效率呈下降趋势，这可能因为初期市场制度体系尚未健全，且初期依赖于本土市场规模的扩大引发的需求多以

低端市场需求为主，从而抑制创新最终对能源效率的提升起阻碍作用。而后期随着本土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张，市场制度相对健

全，在高端市场需求逐渐占主导地位等因素的影响下，产业间需求关联效应及技术溢出效应发生互动并形成良性累计循环，以提

升能源自主创新水平，从而间接加速能源效率水平的提升。 

从控制变量来看，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显著促进能源效率水平的提升。产业结构升级推进产业结构向绿色

产业体系协调发展，从而改善能源效率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不仅能为各省份提供发展所需资金，同时可通过技术外溢、知识外溢

等多种途径正向作用于能源效率；能源消费结构对能源效率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煤炭占比的增加不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环境

规制水平与财政支出结构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系数并不显著，一方面来说，合理的环境规制能激励企业自主进行多元化多层次的

能源科技创新，提高收益以弥补环境规制带给企业的间接成本，对能源效率的提升产生一定的正向效应，但另一方面，若环境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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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未能弥补巨大的研发成本支出反而会挤占企业可用资金，这更加不利于技术创新进而抑制能源效率的提升。

综合而言，环境规制水平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可能并不显著；而财政支出结构的结果说明，财政支出投入本身存在时滞效应，行业

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与投入结构不匹配难以起到促进能源效率提升的作用。 

4.2本土市场规模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路径分析 

考虑本土市场规模作用于能源效率的过程中技术创新发挥的作用，本文以技术创新偏向于绿色技术创新即从绿色技术进步、

绿色技术效率两个角度，研究本土市场规模分别通过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效率两条影响能源效率的路径，考察绿色技术进步

与绿色技术效率是否改变本土市场规模作用于能源效率的方向，且验证这两者的区别与联系，根据模型(5)～(9)得到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系统 GMM 的模型估计得到 5 个模型的结果，均通过了自相关检验和过度识别检验。模型(5)和(6)检验了本土市场

规模与绿色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作用效应。由结果可知，绿色技术进步与本土市场规模的一次项、二次项的交互项系数相反，

分别为显著的负相关与正相关，即本土市场规模通过绿色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呈非常稳健的倒“U”型影响特征，说明在前期本

土市场规模与绿色技术较好结合能够释放本土市场规模的潜在优势，技术创新动力充足从而加速能源效率的提升，而后期可能

基于绿色技术进步的能源回弹效应等因素使得技术进步与市场规模结合的优势逐渐丧失，反而抑制能源效率的提升。 

模型(7)和(8)考察了本土市场规模通过绿色技术效率影响能源效率的路径分析。由结果可知，绿色技术效率与本土市场规

模一次项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然而与本土市场规模二次项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即本土市场规模与技术效率对能源效率

呈“U”型关系。说明绿色技术效率未改变本土市场规模作用于能源效率的方向，即前期本土市场制度尚未完善，不利于资源有

效配置，使得绿色技术效率的内源动力未能充分释放，因而前期未能达到促进能源效率提升的预期。而在后期随着本土市场规模

的不断扩大，以及市场制度和各项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使得绿色技术效率的效用得到最大化的发挥，从而与本土市场规模的结

合能够显著促进能源效率的提升。 

由模型(5)～(8)可知，假设 2得到验证。若本土市场规模与绿色技术进步及本土市场规模与绿色技术效率相互独立时，在本

土市场规模发育初期多因本土市场规模与绿色技术进步的配合形成能源效率增长的向心力，则可以较好地弥补前期资源配置不

合理使得绿色技术效率与本土市场规模的结合负向作用于能源效率的缺陷。而在本土市场规模发展成熟阶段易受能源回弹效应

等因素限制，绿色技术进步与本土市场规模对能源效率的作用效用递减从而抑制能源效率的提升，而绿色技术效率具有较强的

韧性，此时本土市场规模通过绿色技术效率加速提升能源效率，则可以较好地弥补彼时绿色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推拉效力不足

的现象。 

模型(9)将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效率分别与本土市场规模的一次项及二次项的交互项同时放入模型，结果表明本土市场

规模的二次项分别与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效率的交互项对能源效率的作用呈稳健的正向促进关系。说明本土市场规模分别

与绿色技术进步及绿色技术效率的有机结合，能够在本土市场发展成熟阶段积极稳妥、韧性持久地推动能源效率水平的提升。 

5 稳健性检验 

参考 Weder[45]的方法，本文用各地区总产值加上进口额减去出口额来表示本土市场规模指标。此时的本土市场规模用 hms1

表示，将其替换模型(3)、(4)、(6)、(8)、(9)中的 hms，得到的回归结果所示。 

由模型(3)和(4)可以看出，本土市场规模对于能源效率的影响仍然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由模型

(6)和(8)可以看出，本土市场规模的二次项分别与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效率交互项对能源效率呈显著的倒“U”型、“U”型

影响特征。也即说明本土市场规模通过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效率对能源效率的作用路径呈现互补趋势。模型(9)验证本土市

场规模与绿色技术进步及绿色技术效率的结合能够在后期持续改善能源效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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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拓展分析 

考虑到模型中引入交互项的局限性，本文构建动态面板门限回归模型，检验本土市场规模分别与绿色技术进步及绿色技术

效率作用于能源效率的过程中，是否因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效率水平的差异而存在门限效应。 

本土市场规模与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效率的交互项分别作用于能源效率时，存在显著的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效率的

单重门槛。当绿色技术进步值小于-0.0201时为低绿色技术进步区间，反之为高绿色技术进步区间；当绿色技术效率值小于 0.0141

时为低绿色技术效率区间，反之为高绿色技术效率区间。 

模型(12-1)、(12-2)、(13-1)、(13-2)的结果显示，本土市场规模分别与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效率)的交互项对能源效率

的影响在低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效率)区间存在显著的负效应，而在高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效率)区间则转变为正向促进

关系。说明在充分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的基础上必须具备与之相匹配的绿色技术水平，否则本土市场规模与

绿色技术结合的正向溢出效应将难以释放，反而抑制能源效率水平的提升。 

考虑到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各省份本土市场规模的差异，参考杜克锐和张宁
[46]

的研究，本文将中国 30个省份分为两个

区域：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依据前文得出的绿色技术进步及绿色技术效率的门限效应，划分区域分别讨论，得出的回归结果

所示。 

对于东部地区来说，从门限变量绿色技术进步来看，由低绿色技术进步区间向高绿色技术进步区间过渡时，本土市场规模与

绿色技术进步的交互项系数显著地由负转正。说明在东部地区，只有绿色技术进步达到一定的阈值时，本土市场规模与绿色技术

进步才能改善能源效率。从门限变量绿色技术效率来看，无论绿色技术效率值大于或者小于门限值 0.0141，本土市场规模与绿

色技术效率的交互项始终显著促进能源效率水平的提升。说明在东部地区，只有绿色技术效率水平优势得以与本土市场规模结

合持续推动本地区能源效率水平的提升。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在高、低绿色技术进步区间内本土市场规模与绿色技术进步的交

互项系数都显著为正，且在高绿色技术进步区间的交互项边际影响系数更大，说明中西部地区绿色技术进步水平对本土市场规

模作用于能源效率的拉动效应更显著。但从门限变量绿色技术效率来看，无论处于低绿色技术效率区间还是高绿色技术效率区

间，本土市场规模与绿色技术效率的交互项系数始终显著为负，说明中西部地区绿色技术效率水平较低，不足以与该地区本土市

场规模有机结合推动能源效率水平的提升。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 2001—2017年 30个省级层面数据，实证分析本土市场规模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第一，本土市场规

模对于能源效率呈“U”型的非线性影响特征；第二，若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效率分别独立作用于本土市场规模影响能源效

率的路径时，呈倒“U”型、“U”型的互补性影响特征，若两条路径相配合则在后期会显著推动能源效率水平的提升；第三，本

土市场规模分别与绿色技术进步及绿色技术效率的交互项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且因地域不同而呈差异化的

影响特征。 

上述结论可以为改善能源效率实现节能减排，进而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远景目标提供有益启示：第一，要注重培育

市场的成长性与创新性，使其与超大市场规模相适配，也即实现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能源绿色技术创新驱动力强劲、产业链与

供应链高效衔接、国内市场与全球市场融会贯通，从而为改善能源效率破除市场基础障碍；第二，稳妥推进能源市场化改革，保

障市场在能源绿色技术创新领域、能源技术路径选择及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第三，依托本土规模市场优势，积极引领

能源科技创新更偏向于绿色技术创新方向，更加重视本土市场规模与绿色技术进步及绿色技术效率之间的关联，持续推动我国

绿色能源效率提升；第四，针对不同地区因地制宜，东部地区在保持绿色技术效率水平优势的基础上持续推进绿色技术进步，而

中西部地区要更加重视绿色技术效率水平的提升。应建立完善的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机制，以加快绿色技术创新作为重要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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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挖掘和充分发挥我国不同地区市场的潜力和优势，进而推进能源领域的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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